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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半个世纪以来，文本在符号的互动和流动中不断突破自身

边界。随着互联网媒介发生迭代，网络文学在更具开放性的文本场域中实现了符号的快速互动，特别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诞生以来的无限符号图景也印证了文本的“污染”重构与互文关系。克里斯蒂娃在

《诗歌语言的革命》中设想的互文性“污染”符号重构是一种与绝对权威性“纯洁”相对立的流动理

念，强调了文本中符号意义的对话。一方面，基于文本符号重构的“污染”，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进

行内容输出和人类创作的差异性比较，可以发现互文的流动是一种机械式重复的对话。机器语言符号

的简单“拼接”是无法实现符号重构过程中的艺术美韵，两种符号交互的模式会呈现出显著的美的差

异。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也曾预见性地提出了“必要的重复”。这种必要性对网络文学创作中互文

的艺术审美提供了可供参循的范式，表明互动符号的文本之间并非是单向度的意义传递，新旧文本的

符号矩阵会形成对能指和所指的新关联，从而在不同媒介中整体性的故事中产生新的文本符号意义，

进一步拓展了文本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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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颠覆了文学符号的所指固定性，提出了“用代替互主体性的概念是互文

(intertextualité)，诗意的文本语言读起来至少是‘双胞胎’”[1](146)。随后，这一理论在其导师巴尔特

(Roland Barthes)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熟。克里斯蒂娃关注到了意义在文学创作驱动中的作用，并将文

学符号的位置和意义推向传统文本的边界之外，打破了过往的语法并建构出了一个全新的符号秩序。

《诗歌语言的革命》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互文性理论在全球的影响力始终未曾消退。由于读者和作

者个体“所能接触到的文本只是这个真实的广阔的文本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很难完全实现她对互文性

的构想”[2]，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也曾因此一度被认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由于网络媒介

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更接近无限广阔空间的文本世界，克里斯蒂娃在半个世纪以前所构想的符号网

络也日益清晰，这不仅表明了其理论设想契合和印证了当前无限开放符号场域的现实，也更加凸显出

其理论的前瞻性。 

数字化媒介使得符号系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推动了网络文学文本图景中符号互动和意义流

动的加速，显示出互文的文本张力。而网络媒介不仅扩大了人类对符号世界的接触范围，也使得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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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符号交织、重构与生成的无限概念在网络媒介的多语态环境下转化为现实的体验。数字媒介符号体

系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使得网络文学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文学的边界，将符号间的关系通过反复的引

用、混合与重构，在不断互动的符号网络中实现了意义的转化与再创造。在克里斯蒂娃关于语言符号

学的理论维度中，“意义的双重困境与污染(contamination)相类似，只要是重复的，就是意义之中的

模仿”[3](19)，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未来能够成为可能性的基础性部分”[3](19)，进而带来语义与形式的

无穷变动。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是通过流动和标记表达”[4](40)，基于此可以认识到文本符号的重复

和文本间的相互依赖与互动。这也意味着在文本的流动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下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自

足的，而是具有异质性与开放性的。因此，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文

本都具有“污染”性的，也就是说任何文本都不是单一、纯净的，而是由许多文本镶嵌而成的。 

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符号流动的“污染”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影

响。她在探讨符号和符号学问题时，借用了德里达关于符号和符号学的理解，阐释了“能够让我们设

想一个异质性的功能”[4](41)。在德里达关于语言污染和纯洁对比讨论的影响下，克里斯蒂娃将“污染”

的另一面“纯洁”(purity)看成一个相对固定、标准化的结构或者语言形式，认为其并不包含多重意义

或变动的空间，“没有任何理由将其(purity)称作是理智的、神圣的或者与其他类型协调的”[4](104)。因

此，在关于符号互动作为一种类似的“污染”态度上，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符号和意义固定性的

质疑，强调语言文本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克里斯蒂娃则更关注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意义的生成，

在她看来，“深层结构是一个定义很明确的层次，它要符合基本规则的短语结构，明确在合适的语境

中插入词汇”[4](37)。因此，关于互文性的“污染”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内容的关联和重复，将符号之

间的互动等同于不同文本的符号复现。我们应当避免理解为单调的符号重复，从而造成对互文性的理

解被简化为文本间的平面关联，将符号的交织和变化看作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机械的重复。克里斯蒂

娃提出并不断完善发展互文性理论探索的过程，也始终是基于深层次意义的文本关系建构，而非简单

的符号再现。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正以其独特的跨媒介、即时互动性和符号重构力不断改变着

传统文学的疆界。特别是当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通过对海量文本的处理和分

析，实现了长篇幅文本的输出可能，网络文学的符号流动也更加接近于全面触摸到广阔的文本世界。

《机忆之地》和《天命使徒》等人工智能生成文本作品以更大体量的文本规模和更高速的文本互动过

程进一步印证了克里斯蒂娃在半个世纪之前对符号的交互与无限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生成新文本

的设想，也更体现出其理论的前瞻性。因此，当网络文学在开放的数字媒介环境中实现了符号的重叠

与交互，我们也得以从意义的流动带来文本“污染”的视角出发，在网络文本的内部结构以及文本与

外部文化社会语境的持续互动中，阐释读者、作者、平台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共同参与文本海洋塑造

过程的互文状态。由此，网络文学在开放互动的媒介场域中实现了文本的动态互动，打破了传统封闭

的语言文化秩序。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文本生成速度与规模，通过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分

析，完成了对文本的快速拼接与重复性生成，给符号重构的无尽可能性带来了更多的想象，也使得文

本成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场。但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现有符号进行简单重组的生成模

式，并不能够在文化语境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只是对已有符号的大规模、高频率

的机械重组，展现出其作为一种机器和人类创作的本质性差异。这种简单的符号重复并非是互文理论

追求的深层次意义“污染”，缺乏主体性的符号再现并无法实现互文的真正价值。因此，克里斯蒂娃

提出的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推崇符号“污染”艺术的思想，其前瞻性不仅仅在于对庞大符号体系的文

本重构可能的预见，更表现在她探索符号重复的过程也揭示了意义再生与文化张力的关键作用，推动

了符号意义的深层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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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文学互文“污染”叙述秩序中的符号互动 

 

网络文学在开放的数字化平台上发展，通过多样化的叙事实现符号的融合与渗透，不断打破既

有的文学边界。无论是类型化网络文学创作还是网络文学的“IP”文化因子的创作，都反映出网络

文学作者可以在创作中频繁引用、改编和混合其他作品的元素，形成跨文本的对话关系。这也意味

着互文性的艺术表现并不等于重复的单调出现，而是一种状态化的艺术灵感获取。特别是随着当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表现出“难以糅合历史、地方、习俗、生活等微妙的特质，因此导致了

灵韵的消逝”[5]和文学作品艺术性的缺位困境，文本符号的“拼凑”规则与“污染”秩序之间的审

美差异也随之凸显。 

克里斯蒂娃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将主体和身体驱动力的分离看作是语言秩序开启的唯一方式，

并称之为“审美阶段(thetic phase)”[4](44)。这也表明互文性的提出虽然是对符号学权威的超越，但是其

捍卫的则是主体对诗性的追求和欲望的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能够通过对数据库语料的解构和重

构输出新的语言文本，但是这种内容生成模式表现出的市场化和高效化则与欲望驱动的审美理念背道

而驰，也与互文性反叛实用和资本驱动下机械化的理念是相悖的。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大量

现有文本数据的提取和重组，是一种规则化、程式化的生产模式，所以其输出的任何内容都是在预设

的算法和模型中形成的，表现出的是作为符号的文本“拼凑”重复而非“污染”的艺术。事实上，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输出不仅不是对语言秩序的破坏，相反则更是对既有语言规则的绝对尊崇，是一

种机械式的符号重构。最早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实验品(1 the Road)就曾尝试再现公路小说经典元素，

虽然能够通过公路文化的符号达到对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写作风格的成功模仿，但作品也难以呈现

旅途孤独的情感表达，更多则表现出物的符号叠加模式。网络文学的叙事互文则不同于人工智能的

“拼凑”式符号重复生成，在创作过程中不是简单遵循过往文学作品的叙事套路，而是将既有的文本

符号和语言秩序作为一种呼应体现在文本之中。例如，《择天记》关于神石碑文等内容的情节设定很

大程度上受到了《红楼梦》叙事的影响；故事发展推进过程中，主人公陈长生的命运也表现出对抗命

运、爱情与责任冲突等相似于贾宝玉的人物品格。可见，这种传统文学作品中人物特质对网络文学形

象建构的“污染”并不是简单的角色符号重复表现，而是将精神气质的“灵韵”文本融入主人公塑造

的创作中，不仅形成了跨文本之间的互文审美，还避免了“拼凑”叙事的生硬感。这是因为对互文“污

染”的理解不仅需要在“一般符号学之间进行密切合作”，也要从“无意识研究(主体的错位)”[6]之

中探究。文学作品的诗意创作需要“通过多巴胺、内啡肽等愉悦物质的喷涌，来创造出真实而强烈的

感受和记忆”[7]，以此激发创作的语言符号呈现，而这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无法实现欲望激发下的创作，也就导致了“主体的观念不断被质疑，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

突显”[2]。因此，只有“将说话的身体带回到话语中”[8]，才能够实现在身体欲望驱动下的互文性不

懈重构。 

具身参与和情感激发下的符号重构也并不意味着语言秩序的随意性。长期以来，关于语言秩序的

解构与重构的问题和实践受到了作家们和文学批评家们的关注。王蒙就曾拆解了《锦瑟》中的字、词，

将其重构为：“锦瑟蝴蝶已惘然，无端珠玉成华弦。庄生追忆春心泪，望帝迷托晓梦烟。日有一弦生

一柱，当时沧海五十年。月明可待蓝田暖，只是此情思杜鹃。”[9]仅此 28 字的诗句，在固定化的重构

语言中，虽然整体“仍然可读，仍然美”，但不免“略有牵强”，并且也只是“大致保留了原貌”[10]。

王蒙这种对诗歌语序的简单重构并不能够使得作品达到原有的美感，而没有通过作家诗意选择的其他

语序将更无法呈现出诗意的价值。萨波塔(Marc Saporta)的实验性小说作品《第一号作品》(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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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则是从更高的文本故事层面重构探索了语言秩序的非权威性。《第一号作品》实验得以成功的原

因在于小说的“叙述都是人物研究，而不是专注于情节的研究，无论事件的顺序如何”[11]都不会影响

人物的描述方式，由此能够因“扑克牌”式的阅读秩序自由带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但如果故事的

叙事不再是《第一号作品》中单一的现在时态，各部分故事之间的关联性和时序性凸显后就无法获得

同样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字、词的简单语序重构还是故事内容的任意排序，如果没有情感激发和必

要的语序依托，都无法实现作品的文学性。以 Deepseek-R1 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是

基于这种符号的重复模式，即使能够参与到网络文学创作中，但生成出来的文本还是“缺少了文学最

重要的自我风格和情感认知，它所做的只是已有文字和故事的堆砌和变形”[12]。这意味着艺术的创作

并不是像 Deepseek-R1 大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的“词语、意象和其他元素的简单组合，(作

品)其中存在着可以被感知到的符合人类心理逻辑和语法规范的审美情感”[13]。文学艺术的互文性不

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拼接，而语言秩序的非权威性只能表明语序的不唯一性，并不意味着语言秩序的随

意性。因为这种语序的重构只是符号能指体系内部的秩序打破，所以无法跨越能指体系在所指层面建

构起新的秩序。然而，互文“污染”的文学性是要在“一个能指体系向另一个能指体系的过渡”[4](60)

中实现艺术审美的价值表达。网络文学的“污染”创作则完全不同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探索写作的简单

语序调整模式，多采用了对传统文化元素和经典作品情节的再塑造，并在很大程度切合了故事发展的

基本逻辑。例如，今何在的《悟空传》巧妙化用了《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但不同于原著中的线性

叙事模式，频繁使用插叙打破了既有文本符号的秩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真假美猴王”的情节中，

插叙了“悟空寻师问道”“金蝉子转世”“卷帘大将被贬”等内容，这完全颠覆了《西游记》的故事

出场的顺序，但作品还是遵循了事件主体之间的前后逻辑关系，也巧妙通过这些故事的关联推动了人

物内心的丰富活动。网络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过往文本符号所指在能指体系中的关系重构，使得“污

染”的符号不仅建立起文本间的强关联，还将文本所指的改变成为自然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

形成了独特的叙事体验。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中打破传统文学艺术叙事的同时也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叙事，并

展现出了一种动态的“污染”互文模式，即在既有类型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改造和混合各种元素，

形成新的叙事效果。这种污染同样并非对类型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符号之间相互渗透和叠加的

过程，使得类型文在细节上显得更加复杂与丰富。类型化文本中的符号被赋予了新语境下的独特指涉，

且与同类文本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性关联，从而生成一种连续且递进的叙事网络。这种叙事网络使得

文本在类型间彼此相互影响、重构，在此过程中，文本内含的符号彼此“污染”，形成跨越类型边界

的创新空间。例如，架空和历史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通过历史时空背景的设定“使当下情景与过去的

时空连接起来”[14]，融入传统文学的经典母题与叙事符号，以重复为基础形成了具有艺术张力的“污

染”艺术形式。这些作品中的英雄救美、复仇、正邪对立等母题被大量应用，却不再简单等同于传统

文学类型中“正义”的符号象征，而是被引入对现代情感、伦理与价值观的反思，从而产生新旧符号

之间的张力，形成一种传统价值与当代情绪共同“污染”下的艺术形态特征。例如，猫腻的《庆余年》

就将传统“宫廷权谋”与“武侠奇遇”相结合，承袭了传统的权谋斗争模式和“家族背景秘密”的叙

事套路，但作品吸收了大量网络文学特有的幽默讽刺风格以及当代对传统封建历史不平等的批判解

读，在权谋叙事中增添了喜剧和虚构的现代性符号。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并非意味着套路的固定化和单

一化，相反，随着系统流、无限流、稳健流、灵气复苏流等新类型的诞生，也“意味着网络类型小说

不仅在汲取文学传统时对自身进行改造，而且还在内部不断分蘖、自反、进化和变异”[15]。当“反套

路”网络文学作品形成了一种“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作品类型，“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边界变得模

糊”[16]，并因此又形成了新的类型界限。这些网络文学类型的形成变化也正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动态

“污染”互文表现，在套路化、反套路化、反“反套路”化的过程中推动了网络文学叙事模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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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只是将爽感的写作成为一种模式，但这些模式的“跟进者未必只是模仿，

很可能同时也在创造”[17]，他们通过叙事变奏和符号重组，将这些符号带入了网络文本的开放场域，

使之在新的语境中与当下的文化需求相融，达到对经典主题的动态“污染”重构。文本互动中形成的

新语境叙述带有的不确定性和异质性意味着既有规则的断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会生成新的文化意

义，从而推动网络文学的发展，也表明了互文的动态性不只是文本内部的符号重构，更大的价值在于

其深层次从语言结构对能指和所指架构关系的突破。 

 

二、网络文学符号“污染”的艺术审美 

 

克里斯蒂娃早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就已经表达了“单词和表达的简单重复并不能等同于这种

感染力(主体、情感等内驱力引爆所带来的)”[4](103)，而网络文学表现出的“污染”互文艺术创作和简

单机械重复的差异性则更加印证了符号秩序的重要性。克里斯蒂娃一直强调重构和理解过去经历的

“重复”行为，坚持避免带来一种“分析经验和文学经验以不同的方式由简单的回忆组成，简单地重

复已经采取的行动”[18]的误解，认为“讲述重复运作的文学叙事必然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叙述”[19]。她

对待文本互动的态度始终不限于符号的简单再现，而是强调生成过程中所起到的裂变和更新的作用，

看到了“有一个必要的重复……制造裂隙、破裂和更新的潜力”[20]。这从很大程度上表明“重复”并

非都是必要的，在“污染”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非必要的重复”。网络文学的创作也面临着部分作品

存在着“非必要的重复”现象，通过简单的模仿或表面上的复现将传统文本符号或者当下流行“梗文

化”符号生硬凑到文本中，缺乏对原有文本的深层理解，导致内容的单调和肤浅。这种重复不仅不能

带来新的价值，反而可能使作品失去其独特性。特别是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遵循计算法则进行符号能指

的形式重复，导致了符号结构的僵化和文本内容的局限性，使得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交互主体性潜

能”[21]受到抑制。因此，网络文学的“污染”互文创作是实现文化和文本对话、深化主题内涵和创新

表达方式的关键。这种模式能够让作品与传统文本进行互动，也可以巧妙通过反思性地对待重复，

形成一种具有层次感和深度的“污染”现象，使得网络文学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

生命力。 

网络文学并不是独立于传统文学作品的全新文学，而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抽枝拔节”[22]发展

而成的，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符号文本的影响。网络文学与传统文本符号的“污染”互动对话使得类型

化创作和跨媒介产业发展都“蕴含着鲜明的传统文化元素，其影响力逐渐扩大”[23]，也表现出了文本

的“污染”对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传递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实践中看，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

将传统文化融入内容创作中，并使得这些元素在新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不同的阐释和意义。更为重要的

是，中国网络文学在传统文化“污染”对话中的互文创作也能够在增强文化的层次感中提升丰富对文

本的理解视角。《十日终焉》的游戏设定蕴藏了传统生肖符号元素与意义，作品中龙类掌管的游戏是

人性与死亡，核心是阴与阳的平衡；猴类掌管的游戏是以头脑风暴为主的智慧测试，关键在于智力的

比拼对决，猪类代表无脑思考，鼠类对应搜寻，兔类对应逃脱，虎类对应力量，马类对应竞速等，都

表现出了在意义层面的传统文化互文“污染”。这种设定模式并不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生硬借用，而

是基于故事叙述的需求，使传统文本的意义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环。网络文学汲取传统文化意

蕴使其审美受到互文的“污染”并不是单一元素的插入，而是将文学美的价值融入作品之中。这种承

袭传统文学审美价值的“污染”既是文本意义层面的重复，也是传统意义赋予新文本的创新。克里斯

蒂娃认为传递意义的生成阶段中，符号“在诗意语言中一切皆有可能，那么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只能相

对于由言语逻辑所确立的‘正常性’来解读”[24]，而不是随意的重组。人工智能的创作却无法直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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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种意义的统一，对于“重新思考作者身份在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必要(而言)……语言模型交互操作

链的末端仍是作者”[25]。作为第一部与人类作品共同参赛并获奖的作品，《机忆之地》在内容生成过

程中也是依靠团队成员根据内容不断提示和修正，在不连续对话和反复生成的调适中才最终成型。巴

乔尔(Hannes Bajohr)运用了多种数字化写作技术，通过对卡夫卡小说等作品的处理和重新编排，创作

了 Halbzeug. Textverarbeitung①
一书，表明机器生成文学的广阔前景。但也如他在书名“半成品”中的

隐喻那样，数字时代的图像、电影、声音、文字都只是半成品和预制的材料，是将“作品融入无尽的

文本中”[26]的元素。因此，必要的“污染”意味着文化符号来源于既往文本，但意义则是需要保证在

当下文本中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以此达到作品形式美和内容美的审美统一和价值表达。 

网络文学以“爽感”为特征的内容风格和高互动性的创作模式使得作者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受

到网络媒介文化环境的影响。“梗”作为一种“滑稽、有趣的情节或结构的语意片段”[27]也被网络文

学作家们青睐，以“造梗”“玩梗”“融梗”等形式被吸收“污染”到网络文学作品之中。阅文集团

作为以数字阅读为基础的文化产业集团，最早推出了网络文学领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并独立部

署接入了 Deepseek-R1 大模型，为创作提供了智能辅助。但在此之中，同样面临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无

法把控网文的节奏、读者的爽点”[28]的困境，如果对“梗”文化过度追求、简单挪用，将表现出非必

要性的“污染”。当“梗”大量堆砌到网络文学作品之中，作品的创作就成为一种无须深思的快捷表

达。这种创作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注意力，但削弱了作品的叙事完整性和艺术价值。克里斯

蒂娃将简单的重复看作是“堵塞的重复……存在于时间之外(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波动)”[29]，缺

乏透视或持续性，是一种在无法表达之时提供“间接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当“梗”没有

通过对文化符号的反思性重复来重构意义，而是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将符号嵌入叙事之时，这种重叠

就会超过了叙事本身的承载能力，不仅没有推动叙事的展开，还造成了“完整的叙事节奏却被这些杂

乱穿插的梗打乱”[30]，使得“梗”沦为一种浅表化的趣味元素，既无法提升作品的整体品质，也会导

致作品的整体性和故事张力大打折扣，让读者感到爽感与内容的割裂。这种对“梗”文化的过度追求

和简单挪用，显然是一种非必要的“污染”。“梗”文化作为互文“污染”的一种形式，只有在具备

反思性和创造性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为作品增添内涵和层次。克里斯蒂娃将文本

化的实践看作是“任何在现象文本(无论是其能指还是所指)各个层面上实现符号系统生成过程的有意

义实践”[1](220)。因此，真正必要互文性的“污染”就不只是文化符号和既往文本的互动，更重要在于

符号意义在文本内部的互动，对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独特表达，而不是将其简单转化为创作中的快

餐化内容。只有如此，网络文学才能在符号交织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摆脱简单化叙事的局限，形成更

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网络文学创作中对“梗”的滥用和浅表化表达也正是造成“融梗”一词陷入污名化困境的重要

原因。“融梗”的行为实质是“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31]，但

现在则多被看作是洗稿和山寨等词相同行为的“不同称谓，是基于所使用领域的不同而使用的不同词

汇”[32]，将其视为一种抄袭的行为。这都反映出如果“梗”的使用仅仅停留在浅表层面，缺乏对文化

符号深层次的挖掘与创造性改造，就会使得“梗”成为非必要的“污染”重复，从而导致内容失去了

丰富性和可持续吸引力。部分网络文学作品以“XX 崛起系统”或“XX 重生之全能天才”等类型为

模板，利用已经被广泛消费的“系统梗”“重生梗”作为核心叙事，用“开局就无敌”“主角光环无

限大”的套路吸引读者，虽然初期确实能带来一时的爽感体验，但缺乏深入的情节逻辑和世界观构建

以及对经典“梗”的简单挪用，使得故事情节发展极为扁平化，不仅难以持续抓住读者，还可能涉及

侵权行为。因此，必要的“污染”应该是对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独特表达，而不是将其简单转化为

创作中的快餐化内容。晨星 LL 的《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就是一部将网络流行语、玩家行为模式和梗

文化成功融合到叙事中的典型网文作品。作品中的“梗”不仅作为笑点吸引读者，还恰到好处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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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叙事、强化代入感的核心要素。玩家的经典语录，如“苟住，我们能赢！”“这波稳了”，不仅

呼应游戏环境，还形成了特有的语言风格，强化了玩家群体的身份认同。作品通过对网络热点“梗”

的自然“污染”强化了角色的塑造，既营造了轻松的氛围，也丰富了人物的语言风格。这种“梗”元

素的融合不仅增强了文本趣味，也体现了必要的“污染”在创作中的逻辑价值。 

 

三、网络文学跨媒介符号流动的意义重构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媒介中并不单独表现出文学文本的作品形式，“通常会采用互文式的叙事方

式，形成主文本和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现象”[33]，以实现跨媒介文化符号的“污染”互文。克里斯蒂

娃早期提出互文性理论时就拓展了传统“文本”的定义，突破了过往文字符号与意义所指对应关系的

理解，从符号的矩阵(the matrix of the sign)视角将符号意义的动态化看作是“意义多样化模式赋予的可

移动‘主体’”[34]，也契合了网络文学跨媒介文本叙事的动态交互。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文化符号“污

染”是文学叙事与多种媒介形态的深度融合，以“IP”为“不同媒介载体中的网络文学文本之间的联

系符码”[35]产生了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网络文学的跨媒介符号“污染”不仅拓宽了文本的意义

边界，也在创作中构成了对文本符号的再生产，推动了网络文学作品跨媒介符号的“污染”流动。 

网络文学在数字化媒介平台中“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多元化的 IP 衍生运营模式”[36]，这种模

式下的跨媒介改编因为文化符号体系差异性而不同于文字符号内部的互文性“污染”，更明显表现为

以作品的故事及人物特质等深层意义维度的符号互动。虽然跨媒介语言符号在转化中发生了变化，但

“‘文质兼美’的艺术精品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审美理想与美学追求”[37]。故事结构和人物特质的

连续性成为连接各媒介形式的核心纽带，从而推动了“污染”从单纯的符号表面走向意义深度上的交

互与融合。当前，网络文学的文本内容与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等媒介形式深度融合。虽然网络文学

中的符号体系被重新定义并置于新的文化语境之中，但不同的叙事符号却也能“让人一看就能够辨认

出这些作品都属于同一虚构框架”[38](113)，这是因为故事结构和人物特质的连续性成为连接各媒介形

式的核心纽带，从而推动了“污染”从单纯的符号表面走向意义深度上的交互与融合。例如，阿耐的

网络文学作品《欢乐颂》被改编为影视剧后热度持续，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作品改编的成功。虽然系列

影视剧在叙事语言、场景设计和情感张力表达上与小说文本存在显著差异，但观众仍能迅速地将这些

角色及其故事关联到原著文本中。其中，安迪的理性与冷静在原著中多是以心理活动和对话展现，而

在影视剧中则能够通过演员的冷峻面容、简约的服饰与独立的空间场景强化性格特质，凸显人物个性。

在网络文学的影视剧改编中，意义从文字符号系统到音视频更加丰富的符号矩阵，印证了“文学体裁

的变化都是语言结构在不同层次上的无意识外部化”[1](93−94)，即通过媒介形式的重构，使文本中的潜

在意义在新语境中被重新塑造和传递。再如，完美世界根据萧鼎的《诛仙》开发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

扮演游戏，以原著的世界观为基础，重现河阳城、青云山等场景，并引入碧瑶、张小凡等原著角色，

通过动态视觉效果、背景音乐和即时反馈的任务机制，为游戏符号的叙事增加了参与感和沉浸感。这

种符号系统超越了文本的线性叙述，不仅使原著中内隐的叙事特质与人物形象获得直观呈现，还通过

新的符号体系强化或调整了这些意义的传播方式。 

这种在符号层的意义流通形式，恰恰是人工智能基于符号体系与意义的对应关系生成作品的优势

所在。因为网络文学符号意义的跨媒介流动既是对原著的再创造，也为文化文本在多维空间中的传播

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作为一种让意义在不同媒介符号矩阵中流动的形式，这一过程则较少涉及符号

意义本身的变动。因此，当符号互动中新的意义生成不再成为必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凸显出在这一

领域的优势，只需要实现在媒介叙事体系之间的符号传递中通过叙事媒介传递原文本中的所指，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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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媒介符号矩阵的意义联系。例如，“文生图”三代模型 DALL·E 和“文生视频”模型 Sora AI

已经能够将跨媒介语言的转化时间成本极度压缩，并呈现了相对较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同样，

Deepseek-R1 也能够通过接入视频制作软件或者代码传输等形式，实现更高效的内容改编。特别是在

跨语言文化的翻译中，由于意义和符号的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更稳定的模式实现意

义的跨越，从而以“本地化调节功能帮助网络文学作品文化适配度提升”[39]。未来网络文学的全产业

发展正可以借助这种技术优势，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文学文本转化为剧本、动画脚本、游戏情节设

计，甚至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生成配音脚本或字幕内容。这种转换不仅提高了内容生产效率，还

能确保跨媒介语言表达的一致性，减少了传统跨媒介改编中可能出现的失真现象。这种叙事符号在不

同媒介形式间的“意义迁移”，也表明故事内核和叙事特质在跨媒介污染中成为连接多种文化形式的

关键纽带，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网络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深度发展。 

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污染”也是一种在艺术改编中的文学再创作，受到关注的多是书写的新文

本，即改编后的新艺术形式。而文本交互关系“所包含的可能的开放性揭示了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审视

文本的可能性”[40]，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的跨媒介符号互动不是单向度对新文本的符号意义影响，同

样也包含着新符号系统对原有文本产生互动“污染”的可能。网络文学“IP”改编后的新符号体系在

创造新叙事文本的同时，也会在情节、人物和主题等维度“污染”原著语义的边界，甚至对其叙事潜

力和符号意义产生新的延伸。虽然影视剧的改编通常被认为是以文学为蓝本，但网络文学的改编也带

动了原有网络文学文本的“再创作”，从而使影视剧反过来成为网络文学的一种“污染”力量。例如，

在白羽摘雕弓的《黑莲花攻略手册》原著中并没有对主角凌妙妙穿书后的家人细节进行描述，但在根

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永夜星河》中，通过穿书前遗像和穿书后父亲见面的场景塑造了现实与虚

拟世界主角父亲相同的情节设定。这一设定不仅通过视频符号叙事语言巧妙表达，为原著的故事叙事

逻辑和情感塑造进行了细节补充，还让观众在“穿书”设定下对角色的情感选择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依

据，同时也使父女关系的情感张力进一步具体化。这种跨媒介文本改编不仅丰富了影视符号系统的表

现力，也形成了对原著文本的互动“污染”，进一步强化塑造了既往文本的情节逻辑与主题深度。因

此，在改编过程中，影视剧、动漫等媒介形式往往会对原有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构，这种重构正是

在符号系统转换的过程中通过新符号的注入与叙事调整，丰富和扩展了原有的意义空间。这种文本的

互动与“污染”并非仅仅是对符号的表面改写，而是通过不同媒介形式对文本潜在意义的再创造。这

一过程中，叙事需要“始终要关注到文本所要传达和表现出的主题、哲思与诗意及其对表现媒介的影

响”[41]，才会使得原著中的某些潜在情节或情感张力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与外化，尤其是在视觉化的呈

现下，原著未曾明确表述的细节和关系得以具象化，从而增强了原文本的情感共鸣和叙事的合理性。 

网络文学的跨媒介“污染”不需要过多的文本互动的新意义生成，但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意义

重叠。网络文学艺术书写新文本的重要性使得再创作的意义占据主导，因此网络文学数字化媒介符号

间的互动也表现出了跨媒介“污染”叙事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叙事内容实现了符号体系的双向渗透。

由于当“一个跨媒体故事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其中每一个新的文本都对整体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

价值的贡献”[38](95−96)，网络文学改编作品也对原著拥有着同样的“污染”力量。读者与观众在接受影

视剧作品后，重新回到文学文本时，往往带有强烈的视觉化预设，这种预设不仅体现在人物形象和场

景细节的具象化，还包括叙事语调、情节节奏以及情感共鸣的转变。如电视剧《赘婿》在改编过程中，

以其轻松幽默的风格和细致的画面呈现丰富了原著情节符号体系的同时，打破了作者“愤怒的香蕉”

在原著中打破等级制的过程的宏大叙事和严肃批判。而剧中生活化场景和人物互动，特别是宁毅的轻

松诙谐语气、“赘婿传奇”的人设和人物行为逻辑，逐渐成为读者对原著人物形象的再认知。这种符

号的重新注入打破了原本小说符号系统的封闭性，将影视剧中新增的趣味元素“污染”回网络小说，

引发了一种动态的互文现象。当读者在观影后重新阅读小说时，会无意识地将影视剧的情感节奏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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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从而对小说原有的情感表达产生偏离。同时，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在带来人物形象具象化的同时，

也会因“视觉符号”的强植入性削弱文本开放性的想象空间，造成原著人物视觉形象的固定性。例如，

《全职游戏》的主要情节围绕虚拟游戏《荣耀》的竞技比赛展开，其原著的符号体系本身就已经包含

了对游戏的高度具象化和逻辑严密的叙述，为其网络游戏改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基础。其后，网络游

戏《全职高手》的上市将虚拟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交织，通过呈现生动形象的游戏画面和角色技能，

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与战斗场面等依赖读者想象的内容变得更加具体和直观。但与此同时，叶修的角色

形象和战斗风格则会因游戏中明确的建模和动画呈现变得具体而单一，当读者回到原著文本时，就会

不自觉地以游戏中的视觉形象为参照，从而限制了其对角色的多样化理解。原本网络文学作品中“各

式各样的人设要素与世界设定要素组成的数据库，同时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脑海之中”[42]，但随着媒

介形式改变带来的符号回流，具象的视觉符号重新注入到原著文本，读者视角的想象空间则被固定成

单一的形式。虽然这一互动过程表现出了网络文学跨媒介叙事的开放性，但同时也使得原著文本的开

放性与多重解读的可能性逐渐受到了符号互动的想象限制。 

 

四、结语 

 

互文性理论将符号重构和文本“污染”视为符号意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发生机制，打破了传统语

言的界限，创造出了新的表达方式和理解路径。在当前互联网媒介技术迭代及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

数字符号的互文性在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了独特展现。网络媒介提供了更加接近于半个世纪以前

克里斯蒂娃所设想的无限文本空间，使得文学创作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想象可能。特别是随着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对文本的高效提取和快速重构，媒介技术辅助以前

所未有的优势介入创作的符号重构过程中。从《第一号作品》到《半成品》再到《机忆之地》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探索创作的作品，都依然是一种实验尝试，其影响也更多是作为事件性的存在，尚未达到

对传统文学创作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可能。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已经展现出无限文本海洋中符号意

义生成的流动性，深刻印证了网络媒介技术能够让文本互动的“污染”形式参与到符号与结构的重构

中，以及其超强的文本生成能力对创作边界的进一步突破。当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仍然是在底层

代码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对规则的绝对遵循特性，显示出其内容框架的重复性，最终也决定了其拼

凑的创作无法摆脱算法制约，难以超越对符号简单拼接的桎梏。互文性所强调的文本非权威性也表明

文本互动的形式决定了文学创作中“污染”是深层次艺术的审美呈现，而非语言秩序任意破坏下的无

序拼凑。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未来创作中既拥有参与无限符号重构的巨大潜能，又更亟须人类主

体参与到符义生成和流动建构的过程，规制非主体性的意义解构。 

网络文学在互联网开放的符号体系中实现着文本创新和重构，也推动了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融

合，展现出“污染”在创造性表达中的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打破了单一文本模式的限制，还使得网络

文学具备了跨媒介、跨文化的符号创新能力。一方面，网络文学创作中文本重复表现出的意义差异证

明符号的复现并非都是必要。部分作品中对“梗”文化的过度追求和滥用导致了符号“污染”的浅表

化，进而造成内容与文本互动的割裂。因此，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对文化符号的互动应当立足于内容

创作的实际需求，在情节发展的基本逻辑中使之成为整体文本的一部分。满足爽感作为网络文学一种

独特的叙事逻辑，也是无法在“梗”文化的机械重复中实现的。只有将“梗”的意义生成与文本的叙

事结合，才能够在作品的阅读互动中激发读者的爽感。另一方面，文本的互动性表明了意义的流动，

也证明了符号系统的对话并非是单向的。这就意味着网络文学跨媒介改编中的符号意义也是在不同文

本的互动中得以实现故事整体的意义。网络文学的改编显示出新媒介在吸收作品符号意义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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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中赋予了文本新的内涵并将新的媒介符号矩阵中的意义传递到原著的符号体系之中。这都表明

当前网络文学的发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是对克里斯蒂娃“污染”互

文性理论的独特验证，更彰显了这一理论在当代文学中的前瞻性和价值。 

 

注释： 

 

① 该书于 2018 年由柏林 Suhrkamp 出版社出版，2021 年由 Counterpath 出版社翻译成英文版，书名为 Blanks: Wor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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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Julia Kristeva’s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half a century ago, texts 

have continuously transcended their own boundarie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flow of signs. With the 

evolving iterations of internet media, online literature has enabled rapid interaction of signs within a more 

open textual space. Especially since the advent of GAI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infinite 

landscape of symbols has emerged, attest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of texts. 

In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Kristeva envisions intertextual “contamination” as a reconstruction of 

signs that opposes the notion of “purity” and absolute authority. This vision emphasizes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ymbolic meanings within the text. On the one hand, the “contamination”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xtual symbols allows for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between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human creativity. 

This highlights how the fluidity of intertextuality may result in a mechanically repetitive dialogue. The 

simplistic “juxtaposition” of linguistic signs fails to achieve the aesthetic resonance inherent in the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process, revealing a stark contrast in the beauty manifested by these two mode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Kristeva also presciently proposed the idea of “necessary repetition.” This 

necessity offers a paradigm for the aesthetic intertextuality in online literary creation. I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active symbols is not unidirectional; rather, the symbolic matrices of old and new 

texts form new associations between signifiers and the signified. This process generates novel symbolic 

meanings within the integrated stories across various media, further extend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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